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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脑可塑性指人脑会因为环境刺激、认知需求和行为经验而产生功能或结构改变。近 10 年来的单双语

者对比和语言训练研究结果表明, 不论儿童、青年或老年人, 第二语言学习和使用都能改变其脑运行模式并带

来相应结构变化, 包括灰质(GM)体积和白质(WM)密度增加, 且长期持续的双语经验还能形成认知优势, 帮助

抵制由老化导致的负面认知影响。基于脑可塑性概念及其研究证据, 从双语经验与语言训练两方面, 对比分析

了长期和短期第二语言学习引起脑功能或结构变化及其内在机制, 并对未来相关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第二语言学习; 脑可塑性; 双语效应; 语言训练 

分类号  B842; B845 

1  引言 

外界环境和经验会引起人脑功能改变或结构

重组 , 这一现象被称为脑可塑性或神经可塑性

(Neural Plasticity, 区别于认知可塑性), 一般可分

为功能可塑和结构可塑(Draganski et al., 2004)。功

能可塑性指某一脑区的功能发生变化或由临近的

脑区代替, 一般表现为特定区域激活降低、非特

定区域激活加强, 亦或是神经网络改变。结构可

塑性是指大脑内部神经元数目增多, 神经元之间

联接增强或减弱 , 表现为脑容量、灰质 (Grey 

Matter)和白质(White Matter)等指标的变化。两种

可塑性可能互相影响, 互为触发, 共同导致行为

出现有益或有害的后果(王瑞明, 杨静, 李利, 2016)。 

脑可塑性最初来源于脑损伤研究。人脑发生

病变的区域所承担的功能可以在学习或训练后得

到部分恢复, 或由邻近区域补偿。例如, 大脑因中

风、外伤等原因受损后, 其受损部位的功能向其

他区域转移(Starkey & Schwab, 2014); 先天失明

者在指读布莱叶盲文时会激活视区神经(Sad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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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儿童时期被切除左半球的病人仍然能达到

正常人相似的语言水平等(Liégeois et al., 2004)。

另一方面, 不少来自于技能、运动、音乐等领域

的证据表明, 健康成年人的大脑仍然有较大的可

塑性。例如, 伦敦街头出租车司机由于经常搜索

路线 , 负责空间加工的海马体积增大 (Maguire  

et al., 2000); 仅 2 小时左右的空间记忆学习训练

能使海马和海马旁回的白质密度增大(Sagi et al., 

2012); 3 个月的抛球杂耍训练能让学习者负责运

动信息存储与加工的脑区出现灰质显著增长

(Draganski et al., 2004)。又如, 电脑游戏、音乐训

练等也能导致大脑结构和功能迅速变化 (Du & 

Zatorre, 2017; Gong et al., 2015)。最近, 第二语言

学习对于人脑结构和活动方式的影响, 也受到语

言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的特别重视, 因为它虽无抛

球杂耍训练强烈 , 但比游戏和音乐训练更加频

繁、更持久。 

传统观点认为, 同母语一样, 第二语言也存

在所谓的 “关键期”, 一旦错过, 学习将变得非常

困难, 对大脑功能和结构的影响也不会很大。但

是, 随着电生理(如事件相关电位 ERP, 一种在头

皮记录到特殊脑诱发电位)和脑成像技术(如功能

核磁共振 fMRI)的运用 ,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 

成年人甚至老年人的脑仍然有难以想象的可塑性, 

学习第二语言也能达到母语或近似母语的行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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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模式 , 并可能产生 “双语优势 ” (Bialystok, 

Craik, & Luk, 2012; Costa & Sebastián-Gallés, 

2014; Diamond, 2010; Li, Legault, & Litcofsky, 

2014)。近年来, 国内不少学者从双语认知效应(何

文广 , 陈宝国 , 2011; 李莹丽 , 吴思娜 , 刘丽虹 , 

2012; 程凯文 , 邓颜蕙 , 尧德中 , 2014; 倪传斌 , 

2015)或双语切换机制(杨静, 2016; 孙逊, 谢久书, 

王瑞明, 2017; 常欣, 白鹤, 王沛, 2017)等角度对

第二语言认知神经机制作过较深入的探讨。但是, 

除个别较早研究外(李妍妍, 丁国盛, 2007), 鲜有

从脑可塑性角度来讨论第二语言学习对脑的影响, 

且大部分只重视横断研究(单双语者对比), 而对

一些颇有价值的纵向研究(如语言训练)关注不够。

因此, 本文将基于脑可塑性概念及相关研究证据, 

从长期双语经验和短期语言训练两方面, 系统探

讨第二语言学习与大脑功能和结构之间的内在联

系, 洞悉人类语言习得神经机制, 深化对脑可塑

性的认识, 为未来语言脑神经科学研究提供有力

的支持。 

2  双语经验与脑可塑性——横断对比

研究 

单语者经过较长时间的二语学习(10 年以上

或终身), 成为早期或晚期双语者, 其脑在运行过

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是否产生了解剖学变化？

为回答这些问题, 绝大部分研究者采用了横向对

比研究, 即在同一时间, 控制智力、年龄、经济地

位、教育等背景因素, 对比分析双语者和单语者

在静息态或任务态(执行某种认知任务)条件下的

脑功能和结构组间差异。下面我们将从语言内和

语言外两个方面探讨目前采用此研究方法所获得

的部分研究证据。 

2.1  双语效应对一语脑加工模式的影响 

行为研究表明, 和单语者相比, 双语者可能

具有语言流畅性较差、词汇量小、更多“舌尖现象” 

(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等所谓的“双语效应”。众多

脑成像研究试图发现并确认这些效应的神经机制, 

虽有不少成果, 但结论仍存在较大争议。 

首先, 有研究者认为, 双语导致个体传统语

言区效率下降, 双语者的优势是能灵活利用更多

单语者未充分利用的一般认知控制区域来补偿。

例如, 和单语者相比, 双语者在语言理解任务中

左下额叶皮层(IFG)激活增加(Kovelman, Shalinsky, 

Berens, & Petitto, 2008)。该区域也被称为“双语神

经标签” (bilingual signature), 是最重要的语言加

工区域之一, 负责词汇检索、发音规划、形态句

法加工等。它的激活增强可能说明双语者在处理

语言任务时需要更多认知资源, 语言区域认知负

荷增大, 毕竟他们在任一种语言上都比单语者的

使用量要少。又如, 二语为正字法深度高(orthographic 

depth, 即形−音一致性低, 后文有更多介绍)的双

语者在用第一语言阅读时, 由于受二语加工习惯

的影响 , 负责认知控制的左前额叶皮层(PFC)激

活增加(Nosarti, Mechelli, Green, & Price, 2009)。

另外, Abutalebi 和 Green (2008)让德语−法语双语

者分别在母语和双语环境下进行图片命名任务 , 

发现 , 即使使用母语 , 与单语环境相比 , 其在双

语环境下的左尾状核(LCN)和左前扣带区域(ACC)

有更强的激活。研究者认为, 双语者在语言处理

过程中面临更大的监控压力, 为区分同时激活的

两种语言形式, 势必需要更多一般认知控制区域

的参与。 

然而, 这种观点遭到不少研究者反驳。他们

质疑前人实验设计中涉及两种语言任务而掺杂语

言转换状态(language switch), 造成结果不够“纯

洁”。Parker 等(2012)对比分析了各种熟练早期双

语者(一语相同, 二语不同)与单语者在一语环境

下执行多项语言任务时的大脑活动, 发现只在涉

及语言产出任务中(例如图片命名和大声朗读)双

语者左半球五个语言相关脑区激活增大(中央前

回后部, 额下回三角部, 岛盖部, 颞上回和颞极), 

而在语言理解(阅读)任务中没有明显差异。然而, 

在增加命名任务和阅读任务的难度后, 单语者相

同的五个区域也出现了相似的激活增加。同样 , 

Palomar-García 等(2015)让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语

双语者和西班牙单语者只用西班牙语执行听觉词

汇检索(理解)和图片命名任务(产出), 也发现单语

者和双语者只在图片命名任务中脑激活模式有差

异 , 在简单的词汇检索任务中没有差异。另外 , 

Román 等(2015)利用相同实验设计让被试执行比

词汇检索难度大的句子理解任务, 发现双语者语

言相关区域有更多激活 , 如左颞上回和颞中回 , 

但在经常报道的 “双语神经标签” (IFG)区域没有

明显差异。因此, 研究者们认为, 双语与单语的主

要区别可能只在于双语者面临的语言加工需求增

加, 而非利用了更多的额外脑区。双语者一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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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中更多脑区激活也并不意味其一语加工模式发

生了变化, 可能仅仅是一语加工(难度较大的语言

产出任务)顺带激活了二语而已。 

鉴于以上结论的不一致, 最近有研究者开始

质疑这种从某(几)个脑区出发的研究思路, 而主

张从脑网络(brain network)的角度来探讨单双语

的区别。他们认为, 两种语言可能具有相同的神

经基础, 只是处理一语和二语的功能网络不一样, 

且二语功能网络涉及的区域可能更多、更分散(Xu, 

Baldauf, Chang, Desimone, & Tan, 2017)。当然, 我

们认为, 这两个网络也会有很大重合, 重合的程

度及范围可能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 如二语习得

年龄(AOA)、二语熟练度、任务类型及难度, 甚至

语言种类和相似度等。例如, 一项双语脑成像元

分析研究(1998~2014)发现：二语习得年龄越晚 , 

一语与二语的网络重合度越小; 早期双语者加工

一语时左梭状回(left fusiform gyrus, 对形状敏感, 

如面孔、文字等)激活更多, 其原因可能是两种文

字正字法共同激活更大(一语启动二语词形)。另外, 

该研究还首次提出, 二语与一语的正字法深度差

异决定了二语的脑激活模式：与一语相比, 二语

正字法相对深度越低 (即形−音一致性越高), 大

脑中负责音位加工的双侧听觉区域和负责知觉运

动区域的中央前回激活更多, 反之, 二语的形−音

一致性越低, 大脑形−音映射任意性越大, 则更多

涉及认知控制区域如左前额叶的激活(Liu & Cao, 

2016)。 

综上, 即使双语者在只使用第一语言的情况

下, 二语经验对于其语言加工脑激活模式仍有着

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我们认为, 除非第二语言的

广泛使用而导致一语的磨蚀(language attrition)或

彻底流失(Pallier et al., 2003), 否则这种影响不会

使一语处理方式发生根本变化。鉴于此, 当遇到 

“同时接触两种语言的婴儿语言习得会不健全” 

或  “双语者比单语者更聪明”等一些关于双语的

误解时, 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然而, 毫无疑问, 第二语言学习在语音加工

方面给母语带来明显正面的影响。例如, 有电生

理实验证明, 和单语者相比, 早期熟练双语者对

复合音表现出了较强的听觉脑干响应(cABR), 即

一般听觉处理能力增强(Krizman, Marian, Shook, 

Skoe, & Kraus, 2012), 这与后文双语者听觉皮层

(Heschl’s gyrus, HG)具有更大灰质体积的发现一

致(Ressel et al., 2012)。 

2.2  双语对执行控制功能的影响 

同样, 由于语言处理需求增加, 其他非语言

认知活动势必也受到第二语言的影响, 例如, 冲

突解决、注意、抑制控制、认知切换等。其中, 执

行控制功能(或简称认知控制)是目前双语认知效

应研究的热点。首先, 有证据表明, 早期双语不仅

会改变某些脑区在一般认知控制中的行为表现 , 

而且会引发相应脑功能变化。例如, 在处理非语

言任务转换时, 单语者激活的脑区仅为一般执行

控制区域(右下额叶和前扣带回), 而双语者激活

的脑区不仅有一般执行控制区域, 还包括传统的

语言区域(左前额叶和左纹状皮层) (Garbin et al., 

2010)。其次, 双语者似乎在冲突监控任务中使用

了较少的认知资源, 例如, 前扣带皮层脑部活动

减少(Abutalebi et al., 2011)。其实, 前额叶皮层和

前扣带回区域对两类认知活动都很重要, 是语言

控制和一般认知控制功能的重叠 (Branzi, Della, 

Canini, Costa, & Abutalebi, 2015)。具体来说, 左前

额叶在语言控制和认知控制任务中有相似激活 , 

它的角色可能是任务类型的选择; 前扣带回作为

监管注意中枢, 在语言加工中负责排除无关信息

的干扰, 调节认知资源的分配(王瑞明, 杨静, 李

利, 2016)。 

值得一提的是, 双语影响认知老化正成为新

的研究热点(Cheng, Deng, Li, & Yan, 2015)。Gold, 

Kim, Johnson, Kryscio 和 Smith (2013a)通过对比

老年双语和单语被试在知觉转换任务表现, 发现

老年双语者左前额叶皮层和前扣带皮层激活明显

比单语者弱, 这与上文有关年轻双语者的研究结

果一致(Abutalebi et al., 2011)。由此可见, 虽然认

知控制效率随年龄增大而出现衰退 , 但语言转

换、选择等特有的语言行为可以有效促进双语者

干扰抑制能力的发展, 提高冲突监控能力, 而这

些能力正是“认知储备”概念的核心内涵 (Branzi, 

Calabria, Boscarino, & Costa, 2016; Costa & Sebastian- 

Galles, 2014)。鉴于此, 一个个当时令人震惊并引

起媒体关注的流行病理学或脑成像研究结果, 现

在看来也理所当然。例如, 双语可以推迟老年人

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症)的临床症状长

达 4~5 年(Alladi et al., 2013; Bialystok, Craik, & 

Freedman, 2007; Craik, Bialystok, & Freedman, 2010; 

Chertkow et al., 2010; Gollan, Salmon, Montoy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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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asko, 2011; Woumans et al, 2015)。另外, Alladi

等(2016)发现中风后认知功能恢复正常的双语病

人比例是单语病人比例的两倍, 且患永久性认知

障碍的概率要比单语者明显要小。因此, 他们认

为, 是否双语可作为中风后认知状况预测的一个

独立指标。然而, 他们还发现双语并不能影响失

语症发生的概率 , 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上文判

断：双语认知优势可能不在于语言能力本身, 而

在于长期语言转换所导致的执行控制功能增强。 

同样, 不少直接针对痴呆症患者的脑成像研

究发现, 双语并不能抵制疾病本身, 而是更大“认

知储备”起了作用 , 即双语者能忍受更多的脑萎

缩或结构改变而不表现症状, 并能保持与较少脑

萎缩的单语者相当的认知水平。Schweizer, Ware, 

Fischer, Craik 和 Bialystok (2012)通过计算机断层

扫描技术(CT)研究了双语经验和 AD 病理学发展

的关系, 发现在其它相关因素得到较好匹配的情

况下, 双语被试 AD 相关脑区的萎缩规模比单语

者显著增大。Perani 等(2017)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显

像测量大脑区域葡萄糖代谢技术(FDG-PET), 追

踪了多种 AD 患者个体的脑新陈代谢状况和神经

连接特征。他们也发现, 同等条件下, 双语患者的

脑代谢状况更为严重, 但其执行控制网络(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和默认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

连接性却增强。 

然而, 双语与老化的关系非常复杂, 不是单

纯的执行控制功能所涵盖。据现有文献, 双语者

在老化中优于单语者的脑区, 除左侧前额叶皮层

和前扣带皮层外(Gold, Johnson & Powell, 2013), 

还有双侧顶下小叶(Abutalebi, Canini, Della Rosa, 

Green, & Weekes, 2015)、左前颞叶(Abutalebi, Canini, 

Della Rosa, Sheung, Green, & Weekes, 2014)、左海

马 (Li et al., 2017)以及胼胝体 (Luk, Bialystok, 

Craik, & Grady, 2011)等。其中左前颞叶、海马和

胼胝体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认知控制脑区, 但他

们都属于语言网络和老化涉及网络的重叠区域 , 

因而也是双语者更有效抵御认知老化的重要生理

基础(Cheng et al., 2015)。  

2.3  双语经验对脑结构的影响 

功能性改变应该有其生理基础, 表现为突触

水平上的改变或特定脑区结构的变化。目前, 不

少来自于健康个体的证据显示, 二语会导致一系

列脑区结构性改变, 如前额叶、前扣带回、颞顶

皮层、海马、尾状核、壳核等。 

首先, Mechelli 等(2004)利用基于体素的形态

测量技术(VBM)发现, 双语者颞顶皮层区域顶下

皮层(IPL)灰质密度比单语者显著增大, 且两者差

异的大小受二语习得年龄(AOA)和熟练度共同调

节。该区域(包括缘上回, SMG)也被称为“语言天赋

区域” (Della Rosa et al., 2013), 与语音工作记忆、语

义整合以及语言控制等相关, 其灰质体积或皮层

厚度的增加和二语学习(特别是词汇学习)成正相

关 (Barbeau et al., 2017), 甚至在老年人群中也表

现明显(Abutalebi et al., 2015)。其次, 有研究发现, 

额下回(IFG)皮层厚度也受 AOA 调节, 特别是作

为“双语神经标签”的左额下回(lIFG), 对 AOA 尤

为敏感(Kovelman et al., 2008)。 Klein, Mok, Chen

和 Watkins (2014)细化双语者的种类(同时双语者, 

早期双语者和晚期双语者)后发现, 双语者左额下

回皮层厚度增大 , 而右额下回(rIFG)皮层厚度减

小, 且这种增大和减小都与 AOA 相关。然而, 该

研究未发现那些出生于双语环境的双语者(同时

双语者)和单语者在相关脑区灰质体积有差异, 这

也许呼应了上文 2.1 我们关于单双语者脑功能网

络差异的假设 , 即两种语言具有同样物质基础 , 

能同时兼容两种语言, 但一旦母语系统建立, 也

许只有主动二语学习才会对大脑进行较大程度的

重构。另外, Abutalebi 团队通过 Flanker 任务发现

年轻双语者扣带皮层的灰质密度与执行控制任务

激活效应有更高的相关(Abutalebi et al., 2011), 通

过图片命名任务发现说多语者与语言控制有关的

左壳核区域灰质密度比单语者大(Abutalebi et al., 

2013)。Ressel 等(2012)等发现双语者听觉皮层(HG)

灰质体积更大, 而该皮层灰质体积与二语语音感

知能 力成 正 相关 (Wong et al., 2007) 。 此外 , 

Pliatsikas, Johnstone 和 Marinis (2014)发现双语者

小脑(cerebellum)灰质体积优势, 改变了过去对小

脑功能的认知, 暗示其也参与了二语的加工。 

值得一提的是, Zou, Ding, Abutalebi, Shu 和

Peng (2012)发现汉语晚期手语学习者的左尾状核

(LCN)灰质密度比未学者要大得多 , 这是迄今为

止首次关于不同模态的双语影响脑结构的证据。

左尾状核和上文提到的左壳核共同构成基底核

(BG)的主要成分, 在监视和控制语言、抑制干扰

中扮演重要角色。最近, Li 等(2017)也在老年双语

者中发现, 不管是掌握两种语言口语的单模态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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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者, 还是掌握一种语言口语和另一种语言手语

的双模态双语者, 都具有相关双侧前颞叶(ATL)、

左海马以及左脑岛的灰质密度增大的现象。该发

现重复了另外两个老化研究结果(Abutalebi et al., 

2014; Olsen et al., 2015), 共同验证这些区域也在

二语抵御认知老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前颞叶与

词汇语义加工加工有关, 该区域损伤会出现找词

困难甚至词义性痴呆; 左脑岛与手语和发音有关; 

海马与长时记忆的形成和检索有关, 其萎缩可能

是正常认知老化到痴呆症的转折点 (Li et al., 

2014)。因此, 我们认为双语认知优势可能不受语

言模态的影响 , 但个别研究报道了相反的结果

(Emmorey, Luk, Pyers, & Bialystok, 2008), 未来需

要更多的探索。 

同灰质比较, 二语影响脑白质的研究要少很

多, 且结果不统一。Luk 等(2011)利用弥散张量成

像技术(DTI)发现健康双语老年人(70 岁)围绕胼胝

体及其周围区域的神经束比单语者拥有更大的白

质密度, 但 Gold 等(2013b)发现, 老年双语者的相

关区域白质密度比单语者要小(且灰质不存在差

异)。造成两研究结论冲突的原因可能是被试个体

差异(病理状态差异), 上节 Schweizer 等(2012)和

Perani 等(2017)的结论可以解释。同样, 这种个体

差异也在双语儿童和青年人的研究中重现。Mohades

等(2012)发现 , 双语儿童(M = 9 岁)左额枕下束

(lIFOF)白质密度更大。Cummine 和 Boliek (2013)

得到不同的结果, 成人双语者(M = 24 岁)右额枕

下束  (rIFOF)和前部丘脑辐射(ATR)的白质密度

均比单语者(M = 29 岁)要小。究其矛盾的原因, 一

种可能是白质完整性具有大脑左右半球差异, 另

一种可能是纤维束的种类和区域与二语起始年龄

之间存在着较复杂的交互作用。然而, Pliatsikas, 

Moschopoulou 和 Saddy (2015)发现, 无论二语种

类和学习时间长短, 也不论是早期还是晚期双语

者 , 其几个语言处理相关的纤维束 (包括双侧

IFOF)白质密度都比单语者大。Rossi, Cheng, Kroll, 

Diaz 和 Newman (2017)也在晚期英语−西班牙双

语者身上印证了这个结果, 不过他们仍然发现 FA 

(Fractional anisotropy, 数值越大 , 白质完整性越

好)的数值和二语习得年龄相关。另外, 结构网络

研究同样重复了矛盾的结果。García-Pentón, Fernández, 

Iturria-Medina, Gillon-Dowens 和 Carreiras (2014)

基于结构 MRI 数据, 结合网络算法 (network-based 

statistics, 图论 ), 发现双语者两个由白质神经束

连接的语言加工和监控子网络(左额叶到颞顶叶

皮层, 左枕叶到颞顶皮层或左枕叶到右额上回)连

接强度更大, 但全网络效率比单语者要低。因此, 

个体差异、年龄、不同研究方法都有可能导致结

果的不一致(Luk & Pliatsikas, 2016)。然而, 最近

Anderson 等(2018)似乎解决了以上研究结果的争

议, 他们先复制了 Gold 等(2013b)的结果, 找到不

一致的原因, 然后在更严格匹配或控制诸混淆变

量(智商、教育、性别、年龄和精神状态等)基础上, 

仍然发现老年双语者的左侧上纵神经束上的白质

密度较单语者要大, 支持了 Luk 等(2011)、Mohades

等(2012)、Pliatsikas 等(2015)和 Rossi 等(2017)的

正面结论。 

总之, 目前大部分横向研究证据表明, 和单

语者相比, 主动学习或长期使用第二语言, 都能

增加语言和一般认知控制(包括语言控制)区域的

灰质体积或白质密度, 为相关脑区功能增强并抵

抗老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3  语言训练与脑可塑性——纵向研究 

长期以来, 单双语对比研究因为众多混淆因

素而使结果备受质疑, 例如社会经济地位、教育

水平、移民状况以及不同的“双语”定义等。纵向

语言训练理论上能更好控制各项混淆因素, 可以

得出一些有关可塑性的因果性结论。其思路是要

求被试在实验室或近似实验室环境中(短期沉浸

式学习)进行较短时间的新语言学习或训练, 并观

察其大脑变化。一般采用前测−后测模式, 其流程

一般是：在新语言学习训练前后, 要求被试完成

两次相似语言或非语言任务, 分别记录两次脑活

动模式 , 同时 , 在学习前后设置基线任务 , 分析

比较两种任务条件下前后两次所得图像的差异 , 

揭示由训练所引起的脑功能或结构变化(李妍妍, 

丁国盛, 2007)。 

3.1  语言训练对脑运行方式的影响 

首先, 成年人语音系统并非完全失去可塑性, 

其二语语音感知或产出能力仍然具有逐步提升的

可能。不少干预研究发现, 语音训练可以突破学

习者的母语干扰, 显著提高其神经可塑性。例如, 

Zhang 等(2009)利用计算机合成软件 IDS (Infant 

Directed Speech)帮助日本英语学习者准确区分最

难掌握的英语语音/r /和/l/。结果表明, 被试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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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辨别能力以及大脑对这两个音的敏感度和处理

速度都明显提高。类似的方法也被成功应用到对

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语音干预研究中。训练后被试

对较难掌握的目标音感知能力显著提高, 其大脑

对于偏差音产生了明显 MMN 脑电成分(与自动信

息加工有关的失匹配负波, Cheng & Zhang, 2013)。

又如, Wang, Sereno, Jongman 和 Hirsch (2003)利用

2 周时间来训练美国大学生学习汉语语调, 发现

被试行为表现与其左颞上回皮层激活程度明显相

关, 且训练前没有激活的脑区 (左脑 BA42 和右

脑 BA44)训练后得到额外激活。另外 , Shtyrov, 

Nikuli 和 Pulvermüller (2010)则通过 “死记硬背训

练法”证明了大脑听觉可塑性。他们让被试短时间

(14 分钟)多次重复听一个假词发音 (如, 基于真

词 pipe 构造 pite), 被试开始时(20 次)大脑会出现

差异脑电波, 但在连续听假词约 160 次后所得波

形与听真词引发波形几乎无差异。 

其次 , 语义训练同样成果丰富。Mclaughlin, 

Osterhout 和 kim (2004)跟踪英语母语者为期一年

的法语(单词词义)课堂学习, 并在不同阶段通过

词汇判断任务考察其 N400(与语义加工有关的脑

电成份)的变化。结果发现, 学习 14 小时(2 周)后

被试行为上虽不能辨别真假词 , 但已出现显著

N400, 在 140 小时(9 个月)后, 被试加工真假词差

异就与法语母语者一样了。这表明大脑加工新词

比行为表现更加敏感, 其语义自动化程度在短期

内能迅速提高, 逐渐趋同于母语加工模式。Stein

等(2012)利用 fMRI 跟踪研究了一组赴瑞士学习的

英语交换生德语水平提高与其大脑功能变化之间

的关系。结果表明, 在语义加工任务中, 同首日相

比, 5 个月后被试前额叶区域(PFC)二语和一语的

激活差异减小。又如, Barbeau 等(2017)追踪了英

语单语者(12 周)法语强化训练后的脑活动变化 , 

训练前后分别用英语和法语执行句子阅读任务。

结果表明 , 只有在新语言情况下脑活动才有变

化：培训后左顶下小叶(IPL)以及缘上回(SMG)比

培训前激活增加, 且与句子阅读速度的提高成正

相关。该研究进一步确认了颞顶皮层在二语学习

中的重要作用, 也同双语者该区域具有更大灰质

密度的结果一致 (Mechelli et al., 2004)。Grant, 

Fang 和 Li (2015)通过对学习西班牙语的美国大学

生进行一年的追踪后发现, 随着二语熟练水平的

提升, 学习者认知控制中枢(如前扣带回)的激活

明显减少, 而其与语义加工的重要脑区(如颞中回)

联系增加。这个结果和上文双语影响执行功能相

关研究一致(Abutalebi et al., 2011; Branzi et al., 

2015), 揭示了第二语言学习者认知控制网络与语

言加工网络之间的动态转换以及二语熟练度的调

节作用。最近, Bartolotti, Bradley, Hernandez 和

Marian (2017)同样利用英语单语者进行短时间西

班牙语词汇训练后发现, 在单语言听觉理解任务

下, 二语词汇和母语词汇激活的脑区不同, 二语

更多激活海马, 而母语更多激活顶叶后部; 在跨

语言语音识别任务下, 二语词汇加工时左海马激

活下降。该研究除了确认左海马在二语学习中的

重要作用外, 也说明人脑从开始学习二语时就伴

随母语的干扰和竞争。 

另外, 也有不少研究从脑网络角度追溯了二

语改变大脑功能的影响因素, 如个体差异、学习

方式等。Veroude, Norris, Shumskaya, Gullberg 和

Indefrey (2010)要求荷兰语单语者通过观看中文

字幕天气预报视频进行汉字内隐式学习, 视频放

映前后分别对大脑进行静息态扫描并作脑网络连

接分析。结果表明 , 成绩好的被试双侧缘上回

(SMG)之间的连接强度要高于成绩差的被试。

Yang, Gates, Molenaar 和 Li (2015)让美国大学生

接受为期 6 周的汉语词汇(语音−图片关联)训练, 

发现成绩好的学生在训练后对学习过的材料进行

声调判断任务时自动触发对这些词汇的认知加工, 

其前额叶运动皮层、额下回、颞上回后部等区域

有更强烈激活, 与第二语言相关脑区之间的沟通

更为紧密 , 即成绩好的学生脑功能网络更为高

效。又如, Yang 和 Li (2012)要求美国大学生接受

20 分钟人工语法学习后(通过指导语操纵隐性或

显性学习)进行语法判断任务。研究者发现, 两种

学习方式不仅脑激活的模式不同, 而且脑功能网

络也有很大差异：显性学习更多依赖于额叶和脑

岛之间的连接, 而隐性学习则更多依赖额叶与基

底核 (BG)之间的连接。此外 , Hosoda, Tanaka, 

Nariai, Honda 和 Hanakawa (2013)在日本大学生英

语词汇训练(6 个月)之后发现, 其脑右半球的额下

回后部−尾状核−颞上回网络联接强度和词汇学习

成绩呈现正相关, 而左半球则不显著。这可能说

明, 非熟练二语者学习过程中会更多利用大脑右

半球区域神经资源, 强化左右脑联系与交流, 降

低大脑功能偏侧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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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国内研究团队特别关注非平衡双英双

语者短期双语切换训练的脑可塑性问题。例如 , 

研究者对比双语者 8 天双语切换训练前后的脑电

模式发现, 和控制组(未经过语言切换训练)相比, 

实验组 N200 成分潜伏期显著提前。N200 成分被

认为和抑制功能相关, 这表明短期语言训练可以

使学习者通过抑制控制功能快速建立语言任务图

式(Kang et al., 2017)。又如, 他们在跟踪另一组被

试后发现 , 与训练前相比 , 在图片命名任务中 , 

被试切换代价明显下降, 与抑制控制有关脑区激

活显著减弱, 且背侧前扣带回(dACC)激活下降的

量与切换代价下降的量成正比。进一步 ROI (根据

先验模板而划分的感兴趣区域 )分析后发现 , 

dACC 的激活在训练材料和未训练材料上都获得

同等程度减弱 , 左侧尾状核(LCN)的激活只在已

训练材料上显著降低而在未训练的材料上无变化

(Kang et al., 2017)。该结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Abutalebi et al., 2011; Branzi et al., 2015), 进一步

明确了前扣带回与左侧尾状核在语言控制过程中

的不同角色：前者涉及领域一般性(domain general)

抑制功能, 而后者涉及语言特异性(language specific)

抑制功能。 

3.2  语言训练对脑结构的影响 

上文提到, 仅 2 小时空间记忆(非语言)训练

就能促使学习者海马体积明显增大 (Sagi et al., 

2012)。那么, 语言训练是否也能迅速影响学习者

的脑结构呢？以下几项研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首先, Kwok 等(2011)在成年汉语被试进行为

期 3 天(分 5 次, 共计 1.48 小时)的颜色命名训练

(人造单词)后发现, 被试大脑中与彩色视觉和感

知有关的区域(V2/3)灰质体积增加 , 但语言相关

区域无明显变化。该结果暗示成年人的脑具有很

强的可塑性, 而脑结构对语言训练的耐受时间可

能比知觉训练要长。Wong 等(2007)训练英语单语

者学习带音调的人造词及语义(图片呈现)仅几周

时间, 发现所有被试初级听觉皮层(左 HG)灰质体

积和其语言任务表现正相关, 且成绩好的被试该

区域灰质体积更大。这表明短期词汇训练可以显

著改变大脑结构 , 呼应了前文双语者拥有更大听

觉皮层的发现(Ressel et al., 2012; Krizman et al., 

2012)。另外, Legault, Fang, Lan 和 Li (2018)通过

英语单语者约 20 天的汉语词汇训练研究, 发现学

习方式(环境)对语言控制区域结构的调节。同对照

组相比, 训练组所有与语言控制网络相关区域都

出现皮层厚度和灰质密度的增加, 但不同学习方

式所依赖的脑区不同：传统图文联想记忆组(PW)

更多利用右侧额下回区域(rIFG), 而虚拟现实学

习组(VE)主要依靠右侧顶下区域(rIPL)。由此可见, 

仅几周的语言训练就能产生明显大脑结构变化，

那么, 较长时间的课堂或沉浸式学习(数月或一年)

能够定向“塑造”大脑, 也显得无可厚非。 

Mårtensson 等(2012)通过零基础青年军队学

员为期 3 个月的口译训练研究发现, 与控制组相

比, 实验组左额中回、额上回和颞上回等区域皮

层厚度增大; 外语学习成绩高的右海马和左颞上

回结构变化更加明显; 目标明确、努力程度高的

学员额中回区域灰质密度增大更显著。同样, Stein

等 (2012) 通过英语母语者短期德语学习进展研

究 , 不仅发现大脑功能发生变化(见上文), 还发

现左额下回(lIFG)和前颞叶区域(ATL)的灰质密度

增大和德语水平的提高成正相关。这些结果与上

文横向研究发现一致(Klein et al., 2014; Li et al., 

2017)。其次, Schlegel, Rudelson 和 Tse (2012)通过

对参加 9 个月汉语短训的英语母语者定期大脑扫

描后发现, 同控制组相比, 实验组在连接传统左

半球和右半球语言区相关区域的神经束白质密度

增强, 且最显著变化出现在连接双侧前额叶并贯

穿胼胝体的神经束上。该结果也验证了 Luk 等

(2011)、Mohades 等(2012)、Pliatsikas 等(2015)、

Rossi 等(2017)和 Anderson 等(2018) 横向研究结

果。另外, Hosoda 等(2013)也发现, 和对照组相比, 

成绩显著提高的被试额下回、尾状核和颞上回附

近白质密度显著增加, 且增加的程度和他们的英

语词汇量成正比。同样, Xiang 等(2015)追踪德语

单语者在荷兰为期 6 周的二语培训进展后发现, 

训练初期被试右半球区域弓形束白质增大, 但在

训练后期, 随着二语熟练度的提高, 增多的白质

逐步转移到左半球相应区域。该研究不但呼应了

上文关于二语熟练度调节双语者脑功能的研究

(Grant et al., 2015), 还首次发现短期语言培训能

导致脑白质在大脑左右半球间的动态迁移, 印证

了上文关于双语能促进大脑左右半球交流的判断

(Cheng et al., 2015)。 

综上, 短期语言训练所带来的功能或结构变

化与长期双语效应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呼应。但是, 

鉴于目前综合功能和结构分析的双语研究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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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Abutalebi et al., 2011; Gold et al., 2013b; 

Hosoda et al., 2013; Luk et al., 2011), 未来需要进

一步探讨第二语言对于脑功能和结构影响一致性

的问题。 

4  总结及展望 

从某种意义上说, 人脑有时如同一台计算机, 

它在被写入一套操作系统(第一语言)之后, 硬盘

就得分区, 形成默认运行网络。该语言反复刺激

使默认网络产生“固化”并会拒绝新操作系统(新

语言或二语)的写入。然而, 神经可塑性却是人脑

比计算机更加“智能”的重要原因。第二语言习得

和使用会改变大脑固有运行模式或结构 , 例如 , 

神经元之间轴突或树突的迁移, 原始链接的断开

和新链接的形成等。这样, 大脑原有系统会升级, 

升级后的新系统可以实现两套操作系统的“兼容”, 

因而运行速度更快, 效率更高。当然, 这可能是非

同时双语者或晚期双语者的情形, 而对于同时双

语者来说, 则可能一开始写入的就是双系统, 因

而能够胜任更多功能的操作和运行。 

过去 10 年, 大量有关双语或语言训练影响脑

可塑性的研究证明了我们以上的类比和假设：长

期持续使用两种语言似乎对不同大脑皮层和皮层

下结构具有普遍的影响。首先, 从功能可塑角度

看, 一方面, 第二语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双

语者一语或主导语言的处理过程(特别是语言产

出), 表现为传统语言区效率下降(例如左侧额下

回), 需更大的脑区激活来监管其语言系统, 且可

能需要一般认知控制脑区的更多参与。另一方面, 

长期双语转换会促进执行控制区域的神经功效 , 

使其能够在冲突监控等一般认知任务中节约大脑

资源, 进而增加认知储备, 抵御认知老化。更重要

的是, 这些功能可塑性在结构层面已部分得到呼

应与确认。经常报道的灰质体积(或密度)增加的几

个区域, 如额下回、前颞叶、初级听觉皮层(HG)、

颞上回、顶下小叶(包括 SMG)、海马、尾状核和

壳核都是语言加工和处理的关键区域(主要在脑

左半球), 其中也包括了双语语言控制和一般认知

控制网络的重合节点(如前额叶, 扣带回、尾状核、

顶下小叶等)。另外, 就白质密度(或完整性)来说, 

前额叶与基底核传递信号能力的增强 (如双侧

IFOF)也可能是双语优势的神经表现之一。 

然而, 目前我们还很难对这些脑区结构性变

化与其功能作用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而连贯地描

述, 未来可以在以下几个方向进一步探索： 

第一, 关于双语认知优势以及双语与认知老

化的关系, 虽然有少数研究者对此提出质疑(Paap 

& Sawi, 2014), 但我们仍然乐见将现有成果应用

于促进第二语言教与学, 推动早期双语教育的开

展, 并探索二语经验辅助预防、诊断或干预各种

语言相关疾病的可能 , 如老年痴呆症 (Klimova, 

Valis, & Kuca, 2017)、精神分裂症、失语症、自闭

症、抑郁症等。 

第二, 关于目前双语白质研究数量有限且结

论互相矛盾的问题(Gold et al., 2013b), 未来需要

结合白质和灰质两种研究方法, 探讨两者在时间

和空间上的一致性。而且, 目前结合功能和结构

的研究也偏少, 功能和结构一致性也是未来需要

研究的一个课题。另外, 需特别指出的是, 目前大

多数成果都基于大脑模块化假设, 而学习语言实

际上是一种高级复杂的认知活动, 不一定局限于

固定的模块或感兴趣区域(ROI), 而是由不同脑区

协同的神经网络来完成。未来双语和脑可塑性研

究 , 不应只关注某个区域激活量或结构的变化 , 

而要构建更细致的语言网络和一般认知控制网络, 

更全面发掘网络内部及网络之间的互动模式

(García-Pentón et al., 2016)。 

第三, 从时间进程来看, 我们认为第二语言

学习对人脑的影响是动态的, 非线性的。例如, 同

运动训练效应只能持续三个月的发现一样(Draganski 

et al., 2004), Hosoda 等(2013)也发现学习者短期

词汇训练后右前额叶容量增大效应在一年后消失, 

Xiang 等(2015)还发现 6 个月二语训练中被试脑白

质在左右半球之间动态迁移。未来需要更长时间

跨度的多点(检测)纵向追踪研究, 探索大脑结构

随二语学习时间或熟练度动态变化的一般规律。 

第四, 从影响因素来看, 二语习得年龄、语言

熟练度、语言类型、学习环境或方式以及个体差

异等 , 目前都被认为和脑可塑性差异密切相关 , 

是造成该领域结果不统一的重要原因(García-Pentón 

et al., 2016; Luk & Pliatsikas, 2016)。但是, 对于这

些因素是如何影响或如何共同影响脑的可塑性 , 

远没有得到充分了解。除此之外, 未来相关研究

不可忽视经济、文化背景等间接因素通过语言对

人脑施加的影响。 

第五, 从语言类型来看, 国内双语研究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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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 与汉语有关的双(多)语脑机制研究亟待加

强。一方面, 为服务于我国一带一路的战略, 学好

外语促进国际交流的同时, 也要注重汉语的推广, 

汉语作为二语的脑机制研究必须跟上(Qi et al., 

2015)。另一方面 , 为适应我国丰富的多语环境 , 

促进民族融合, 我们应启动民汉双语、方言双语, 

以及包含手语的双模态双语等特殊形式的双语脑

神经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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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rain plasticity refers to any functional change or structural reconfiguration of the brain triggered 

by environmental stimulation, cognitive demands and behavior experience. About a decade of research with 

bilingualism and language training shows that, whether we are the young or the old, long-term or short-term 

L2 learning can influence our brain’s functional pattern as well as its corresponding anatomical changes. 

Included are the increased volume of gray matter (GM) and density of white matter (WM) as well as the 

reorganization of neural networks. Long-time and continuous L2 learning will promote functional executive 

control and its neural underpinnings, which may protect neural reserve against aging. Based on brain 

plasticity,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studies involved are compared and the mechanism of how both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changes occur in the brain as a function of L2 learning is discussed. Additio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resented for future exploration. 

Key words: L2 learning; brain plasticity; bilingual effect; language training 

  


